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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修复：研究现状及挑战* 

姚  琦  乐国安  赖凯声  张  涔  薛  婷 

(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 天津 300071) 

摘  要  信任被破坏后如何修复是当前信任研究中未解的问题之一。有效的信任修复应关注整个关系, 包括

信任、消极情感和消极行为三方面的内容; 修复结果可能出现矛盾状态, 且在某些情况下无法被彻底修复。现

有关于信任修复的理论过程主要有归因、社会平衡和结构, 其研究视角经历了从单方向交互作用的转换, 当前

研究更关注修复策略与修复效果之间的调节变量。今后研究应重视归因、人际和结构过程的整合, 尝试结合

现场跟踪研究和个案研究以提高结果的外部效度, 以及考虑时间、社会情景和情绪对信任修复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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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对个人、团队和组织的积极作用已得到

实证研究的广泛证实(如, Colquitt, Scott, & LePine, 

2007; De Jong & Elfring, 2010)。然而, 信任一旦被

破坏, 这种积极作用就会消失。在当代社会, 信任

破坏或违背现象频繁发生, 从安然事件到默多克

窃听丑闻, 从三鹿奶粉到“楼脆脆”、“楼歪歪”再到

地沟油事件…, 商业领导者的不当行为引发了人

们对领导者诚实和能力的质疑。相应的, 如何修

复信任逐渐得到研究者关注, 并成为信任研究中

“未解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Schoorman, Mayer, 

& Davis, 2007)。国内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此发展动

向 , 陈阅等人(2010)首先较全面地从管理学角度

向国内同行展示了有关信任修复策略及机制的研

究成果。总体来说, 直接针对信任修复的研究虽

然近年来呈增长趋势(如, Ferrin, Kim, Cooper, & 

Dirks, 2007; Kim, Dirks, Cooper, & Ferrin, 2006; 

Schweitzer, Hershey, & Bradlow, 2006), 但总体数

量仍有限, 相关主题的研究成果可以丰富我们对

该领域的理解, 例如, 有关促进宽恕与和解的研

究(如, Aquino, Tripp, & Bies, 2006)及有关修复合

作 的 研 究 ( 如 , Bottom, Gibson, Danie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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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nighan, 2002)等。本文旨在将信任修复放在更

广泛的关系修复背景下, 从社会心理学视角, 梳

理信任修复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和最新成果, 以期

对国内学者开展相关实证研究有所裨益。 

1  信任修复的内容 

修复信任意味着什么？现有研究给出了各种

答案。例如, Kim及其同事(Kim et al., 2006; Kim, 

Ferrin, Cooper, & Dirks, 2004)基于 Rousseau等研

究者(1998)对信任的经典定义 , 认为信任包含两

个要素—— 信任意愿(即自己愿意处于易受对方

影响的风险状态)和信任信念(即对对方可信度的

判断), 由此将信任修复定义为在违背发生后、旨

在使信任方的信任信念和意愿更加积极的活动†2; 

Schweitzer等研究者(2006)的看法与此类似, 但在

信任修复的内容中加入了信任行为(特别是冒险

行为)这一要素; Bottom 等研究者(2002)的观点稍

有不同 , 他们考察违背后合作和积极情感的恢

复。信任受认知和情感的共同影响 (如 , Lount, 

                     

† 注：在信任研究中, 信任方(trustor)和被信任方(trustee)

分别指信任的给予者和信任对象; 在信任违背中, 两者

分别对应信任修复的对象和修复的行动者, 因此, 又被

称为受害方(victim)和违背方(transgressor)。本文对信任

方和受害方、被信任方和违背方不做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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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Dunn & Schweitzer, 2005), 且信任行为会通

过信任方的自我知觉过程影响信任。因此, 本文

认为, 信任违背会破坏整体关系, 信任修复的核

心内容虽然是信任(包括信任信念和意愿), 但关

系中的消极情感(如, 对违背方的不喜欢以及违背

导致的生气、愤怒和不公平感等)和消极行为(如, 

不合作等)也会影响信任修复效果。即, 有效的信

任修复应关注整个关系的修复, 包括信任、消极

情感和消极行为三方面的内容。 

2  信任修复的结果 

与上述修复内容相对应, 本研究认为, 信任

修复的直接结果是建立积极的信任信念和意愿 , 

除此之外, 还需塑造积极的情感和行为。对信任

修复结果的界定涉及两个关键问题。其一, 信任

能否被彻底修复？已有研究少有对信任做多时点

测量, 也就无法将违背前和修复后的信任水平作

比较, 因此并没有就该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 “修

复” (repair)和“恢复” (restoration)在研究中经常混

用。实际上, Slovic (1993)曾明确提出, 失去的信

任将花费很长时间来修复 , 并且在某些情况下 , 

可能永远无法恢复。Schweitzer等(2006)通过信任

游戏考察了信任随时间的变化, 结果发现：由不

可信行为和欺骗共同导致的信任违背, 无法得到

彻底恢复。Dirks, Lewicki 和 Zaheer (2009)提出, 

与“恢复”的关系相比, “修复”的关系更脆弱, 也更

易被再次破坏, 因为之前违背所产生的创伤依然

存在, 以至于关系很难与之前一样。因此, 本文认

为 , 信任作为关系的深层特点及 “组织原则 ” 

(McEvily, Perrone, & Zaheer, 2003), 至少在某些

情况下, 很难被彻底修复。 

其二 , 修复后的信任是否存在矛盾状态

(ambivalence, 即在某些方面信任而在另一些方

面不信任)?至今还没有研究直接涉及该问题, 但

研究者普遍认为信任和不信任是相互独立的构念

(如, Lewicki, McAllister, & Bies, 1998; Pratt & 

Dirks, 2006)。随着关系的发展, 关系双方的互动

和依赖会表现在多个层面或不同内容领域, 个体

能够分离不同层面或领域的关系, 因此, 本文认

为, 在信任修复结果中, 信任和不信任可以共存。

其中, 影响修复结果矛盾状态的一个可能因素是

信任违背是否产生了溢出效应 (spillover effect; 

Dirks et al., 2009)。当某一方面的信任违背影响了

信任方对违背方其他方面的信任时, 即产生违背

的溢出效应。对于有溢出效应的信任违背, 修复

的结果很难出现矛盾状态。例如, 由诸如技术等

可控的能力导致的信任违背(如, 会计在某笔业务

中退税不当), 会引发信任方对违背方善心、正直

等品质的质疑, 进而出现溢出效应, 此时信任修

复结果不太可能出现矛盾状态; 但对于由诸如一

般认知能力等不可控的能力导致的信任违背, 矛

盾状态模型可能更适用。 

3  信任修复的研究视角 

早期的信任修复研究多从违背方角度分析信

任修复努力与修复效果的关系。近十年来, 研究

者更关注从信任方角度分析对违背方修复努力的

归因与修复结果之间的关系, 代表性研究成果见

下文有关“归因”的介绍。实际上, 信任的修复效果

不光取决于被信任方的修复努力, 还受信任方自

己采取的行动的影响。Kim, Dirks和 Cooper等研

究者(2009)基于归因理论和身份谈判理论提出的

双向信任修复模型 (Bilateral Model of Trust 

Repair), 充分体现了这种双向研究视角。根据该

模型, 信任双方在被信任方是否值得信任方面存

在分歧, 修复过程可以视为双方努力解决这一分

歧的过程; 该分歧可以在多个水平上得以解决：

被信任方是否有责任？如果有责任, 是归因于情

景还是自身？如果至少部分归因为自身, 这种个

人不足是可以改变的还是持久的？信任修复结果

有赖于分歧在哪个水平上得到解决及双方的力量

对比。该视角重视信任方的主动性, 并关注双方

的交互作用, 可能成为未来信任修复研究的主导

视角。 

4  信任修复的过程 

已有关于信任修复过程的研究主要从两个途

径展开：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解释信任修复过

程的理论主要有三种—— 归因、社会平衡(social 

equilibrium)和结构(Structural) (Dirks & De Cremer, 

2010; Dirks et al., 2009); 对信任修复过程的实证

分析主要集中在中介变量检验方面。 

4.1  信任修复的理论过程(theoretical processes)  

4.1.1  归因   

归因过程在解释信任修复时的潜在假设是：

个体的可信度 (trustworthiness, Mayer, Dav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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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rman, 1995)决定其可信行为。信任方会根据

违背行为对违背方的可信度做出消极推断(即认

为违背方是不可信的), 进而不愿意接受随后交往

中的风险; 因此, 信任修复可以通过管理归因过

程来实现。根据特质归因的图式模型 (schema 

model of dispositional attribution), 人们评估有关

能力和正直的信息的方式存在差异。在其他条件

相同的情况下, 积极信息对能力来说更具诊断价

值, 而消极信息对于正直更具诊断价值。因此, 对

于能力型信任违背, 通过提供积极信息来抵消消

极信息影响的修复努力会更有效; 而对于正直型

信任违背, 管理消极信息的修复努力将更有效。

Kim 及其团队成员开展的一系列研究支持了上述

观点。例如, 他们比较了道歉和否认的信任修复

效果, 结果发现：道歉, 即承认责任并表达忏悔, 

对于能力型信任违背的修复效果更好 ; 而否认 , 

即不承认责任也不表达忏悔, 对于修复正直型信

任违背更有效(Kim et al., 2004)。随后, 该研究团

队还通过引入道歉类型(Kim et al., 2006)以及比较

沉默与道歉、否认的信任修复效果(Ferrin et al., 

2007), 更细致地验证了上述观点。 

除了口头修复策略外, 研究者还考察了实质

性修复策略对信任方归因过程的影响。例如 , 

Nakayachi 和 Watabe (2005)通过三个实验研究了

抵押(hostage posting)在修复公众对组织的信任方

面的作用, 结果显示：自愿抵押不但展示了违背

方在未来将以可信的方式行动的意图, 还暗示了

违背方拥有解决此问题的能力, 因此, 自愿抵押

能有效提高公众对组织可信度的感知水平; 但被

迫或非自愿的抵押却不然。最近的一项研究证实

了另外两种实质性修复策略—— 规范和自我惩罚

(Dirks, Kim, Ferrin, & Cooper, 2011)也能通过影响

归因过程有效修复信任。 

上述归因过程仅关注原因源(即, 内因 vs 外

因), Tomlinson和 Mayer (2009) 基于 Weiner的归

因理论, 探讨了其他两个重要的归因维度—— 可

控性和稳定性, 对信任修复的影响。研究者认为, 

稳定性是形成信任信念(即积极期望)的主要驱动

力, 因此与信任修复尤为相关; 可控性则直接影

响责任大小。通常来说, 从责任大小的角度来看, 

把违背行为归因为外因、不可控且可变的, 能减

轻违背方的责任, 进而维护违背方可信度、提高

信任; 从改正的可能性(或再次发生的风险)角度

来看, 把违背行为归因为可控且可变的方面, 更

有利于信任修复。 

4.1.2  社会平衡 

归因过程虽然有助于理解信任修复如何改变

个体内认知(主要指信任方对违背方可信度的感

知), 但不能解释信任修复如何影响关系中的人际

或社会方面。基于 Goffman (1967)的社会学研究

成果, Ren 和 Gray (2009)提出了信任违背破坏社

会秩序的观点。即, 违背行为挑战了双方的相对

位置以及统辖关系的规范, 从而导致社会失衡。

为了修复关系, 很重要的方面是要通过恢复双方

的相对位置来重建平衡以及通过社会仪式来重新

肯定统辖关系的规范, 这种仪式包括道歉、惩罚

及自我惩罚等。 

社会平衡过程对减少消极情感及恢复积极交

换尤其有效。Hareli和 Eisikovits (2006)对道歉的

社会情绪表达功能的分析体现了这一思想。他们

认为 , 关系违背使受害者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 , 

道歉通过承担责任和表达忏悔, 表明违背方意识

到自己的行为破坏了社会规范, 因此道歉有降低

违背方地位、恢复社会关系平衡的作用。有关道

歉能够增进修复效果的研究为该过程提供了间接

的实证证据。例如, Okimoto和 Tyler (2007)通过四

个实验得出一致性结论：违背方通过道歉可以向

受害者恰当表达自己关心、在意双方间关系; 相

对于单纯的经济补偿, 当补偿与道歉同时存在时, 

关系修复效果更好。Desmet (2011)进一步发现 , 

当违背方是群体而非个人时, 受害方对道歉更敏

感, 研究者的解释是, 人们在与一个群体交往时, 

更关注对方是否做出了在意双方间关系的表达。 

4.1.3  结构 

上述两个过程分别关注信任违背和修复所涉

及的个体内和人际因素, 而结构过程更强调信任

违背和修复所涉及的情景因素, 认为违背后建立

的正式组织和制度等 , 在修复关系中起重要作

用。部分有关修复策略的研究体现了结构过程的

思想。例如 , 严格遵循法律的修复 (legalistic 

remedies, 即通过各种控制措施, 如政策、程序、

契约、监督等, 增加未来行为的可信度, 进而修

复信任; Sitkin & Roth, 1993)、不信任的约束机

制、抵押等。实际上, 有时个体倾向于将基于结

构过程产生的修复结果(如 , 合作行为)归因为外

部情景因素 , 而非个体内部因素 , 因此 , 结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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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更强调恢复积极交换而不是修复信任或降低

消极情感。 

4.1.4  三种理论过程之间的关系 

以往研究仅关注一种理论过程, 但三种过程

之间存在复杂关系。首先, 特定的修复策略可能

影响不止一种过程。例如, 道歉既能影响信任方

归因过程, 又有助于建立社会平衡。其次, 违背方

可能应用不止一种策略进行修复, 各策略之间可

能互相补充、促进, 也可能相互抵消、制衡。例

如, Dirks 等研究者(2011)发现, 虽然自我惩罚和

道歉都能有效修复信任, 但在自我惩罚之后道歉

并不能促进信任修复。 

总体来说 , 归因和社会平衡过程相互促进 , 

但两者对结构过程的影响很有限; 结构过程促进

社会平衡, 但在某些情况下结构过程会限制归因

过程(Dirks et al., 2009)。当前, 信任修复研究中

占主导的是归因过程 , 今后研究应重视不同理

论过程之间的关系 , 特别是关注外部情景(包括

人际因素和制度因素)与个体认知因素(特别是归

因过程 )对信任修复效果影响 , 并进一步提供实

证证据支持。 

4.2  信任修复的中介机制 

已有研究多忽略对信任修复机制的考察, 或

直接假设可能存在的中介机制而没有进行检验。

例如, Gillespie和 Dietz (2009)将信任修复的中介

机制分为不信任的约束机制(Distrust Regulation)和

信任的展示机制(Trustworthiness Demonstration), 前

者强调通过控制与防止未来再次出现信任违背的

方式修复信任, 后者强调通过积极展示违背方可

信度的方式修复信任。该观点更大程度上是对信

任修复策略的分类, 并没有解释修复策略产生作

用的心理机制, 也没有提供实证证据。Dirk 等研

究者(2011)提出了两种信任修复机制—— 感知到

的忏悔 (perceived repentance)和感知到的防范

(perceived prevention)。前者强调违背方的个体内

改变, 其优势在于关注违背的潜在原因(如, 违背

方的价值观或能力), 缺点是没有提供未来可信行

为的直接保证, 信任方可能怀疑这种忏悔仅是对

社会压力的一种反应、甚至是策略性的; 后者强

调外部情景条件, 其优势在于直接关注不值得信

任的行为, 缺点是没有明确指出违背方是否悔改, 

也不清楚个体是否会再犯。两种中介机制并非完

全分离。例如, 感知到的忏悔会对感知到的防范

有促进作用, 因为导致违背行为的原因得到改正; 

感知到的防范也会增进感知到的忏悔, 因为现有

规范使个体为违背行为承担后果。实证研究结果

显示：实质性修复和口头修复策略都可以有效修

复信任, 且都通过相同的中介因素—— 感知到的

忏悔; 中介作用分析结果没有支持感知到的防范

的中介作用 , 这似乎暗示 , 违背发生后 , 信任方

更关注意图而非行为(Dirk et al., 2011)。其他研究

得到相似结论：在交换关系中, 感知到的忏悔可

以解释为什么主动经济补偿比被动经济补偿更能

有效地修复信任(Desmet, De Cremer, & van Dijk, 

2011a; 2011b)。但在某些关系中, 感知到的忏悔仅

起部分中介作用(如, Dirks et al, 2011; Desmet et 

al., 2011b), 因此, 今后研究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中

介作用存在的条件。可能的途径之一是引入人格

变量。例如, 社会价值导向(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预测了人们在人际情景中的互动动机是工具性的

还是社会性的。亲自我(proself)型的个体强调自身

利益, 在信任修复过程中更关注违背方未来再犯

的可能性, 此时, 感知到的防范可能是解释信任

修复机制的中介变量 ; 而对于亲社会 (prosocial)

型的个体, 他们有较强的共情能力, 有能力、也有

动机对违背方的忏悔保持敏感, 此时, 感知到的

忏悔能更有效地解释信任修复机制。 

5  信任修复的影响因素 

早期的信任修复研究试图区分各种修复策略

间的优劣。随着研究的深入, 研究者逐渐发现, 各

种策略之间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于是, 特定

的修复策略在什么情况下更有效, 即影响信任修

复策略与修复效果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 成为研

究者关注的焦点。以往研究中涉及的调节变量主

要有： 

5.1  违背类型 

最常见的划分方式是依据违背的内容将其分

为正直型违背和能力型违背。例如, 研究发现, 对

于正直型违背, 否认的修复效果优于道歉, 而对

于能力型违背恰相反(如, Kim et al., 2004); 信任

展示机制对于修复能力型信任违背更有效, 不信

任的约束机制对于修复正直型信任违背更有效

(Gillespie & Dietz, 2009)。除此之外, Ren和 Gray 

(2009)依据违背所破坏的需要类型划分了身份违

背 (identity violation)和控制违背 (viol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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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前者与信任方失去脸面有关, 威胁自

尊和为他人着想的规范 ; 后者与目标受阻有关 , 

破坏公平原则。他们认为, 道歉对于身份违背比

控制违背更重要, 而自我惩罚正相反。另外, Kam 

(2009)基于内隐理论引入另外两种划分方式—— 

基于权力(rights-based)和基于责任(duty-based)的

信任违背以及个人(personal)和非个人(impersonal)

的信任违背。最近有研究者区分了违背是否清晰

反映了违背方的不良意图。例如, Schweitzer等研

究者(2006)首先发现 , 与不信任行为引发的违背

不同, 由欺骗引发的违背会显著削弱信任修复努

力的效果; Desmet等(2011a)进一步将违背意图明

显与否(故意还是非故意)从欺骗中分离出来, 发

现单纯的故意违背, 即使不是由欺骗引发的, 也

会削弱信任修复效果。可见, 对违背类型的考察

大多基于归因理论过程, 其研究成果也促进了对

修复机制的理解。 

5.2  修复努力的主动性 

不但违背方在违背过程中的消极意图(如, 故

意还是非故意)影响信任修复效果, 违背方在修复

过程中的积极意图是否清晰也起调节作用。例如, 

Nakayachi 和 Watabe (2005)揭示了自愿抵押相对

于非自愿抵押, 在信任修复方面的优势; Desmet

等 (2011b)考察了自愿经济补偿和第三方要求的

经济补偿在信任修复效果方面的差异 , 得出了

一致的结论 , 即主动的修复努力能更有效地修

复信任。 

5.3  信任方的人格特征 

信任方的个体差异也会影响信任修复效果。

除归因风格外, 研究者还考察了信任方的人格特

征。例如, Kam (2009)从理论角度分析了内隐理论

如何影响信任修复过程。Haselhuhn, Schweitzer

和 Wood (2010)通过实验细致考察了有关道德品

质的内隐信念对修复效果的调节作用, 结果显示, 

持渐变观(incremental belief, 即认为道德品质随

时间而改变 )的个体 , 相对于持实体观 (entity 

belief, 即认为道德品质不能改变 )的个体 , 在违

背方道歉或表现出可信任行为后, 更可能信任他

们。Desmet, De Cremer和 van Dijk (2011c)验证了

特质性原谅(trait forgiveness)的调节作用—— 主

动的财务补偿比被动的财务补偿能向受害方展示

更多的忏悔, 低原谅倾向的个体在再次信任决策

中更重视这种忏悔信息, 而高原谅倾向的个体在

再次信任决策中较少受这种信息的影响。可见 , 

违背方在信任修复过程中不但要重视违背类型 , 

还要重视修复策略是否适合目标对象。 

5.4  违背发生的时间 

违背发生的时间也会影响信任修复效果。

Lount, Zhong, Sivanathan和Murnighan (2008)考察

了立即违背(双方之前没有交往)、早期违背(仅有

少量接触)和后期违背(有较多接触)对信任发展和

修复的影响。结果显示, 立即信任违背比后期信

任违背破坏性更大。这意味着, 当关系以不合作

开始时, 信任永远无法恢复到没有经历信任违背

或经历后期信任违背时的水平。Kuwabara和 Vogt 

(2011)进一步考察了初始信任水平对上述结果的

影响 , 结果发现 , 相对于后期违背 , 初始信任水

平低的个体更能忍受早期违背; 而初始信任水平

高的信任者恰相反。将时间因素引入信任修复研

究增进了我们对信任修复动力过程的了解。 

5.5  文化 

信任修复过程不是普遍一致的, 而是根植于

特定文化; 修复结果有赖于所选择的修复策略与

盛行的文化规范是否匹配。Ren和 Gray (2009)系

统分析了文化对信任修复策略的影响, 认为集体

主义者更偏好隐晦的口头交流、内敛的情感表达

和间接的面子工程(facework, 指维护、支持和挑

战自我面子和他人面子的沟通策略), 而个体主义

者更偏好直接的口头交流、外露的情感表达和直

接的面子工程; 因此 , 同样是道歉 , 对于个人主

义者 , 它可以直接表达 , 但对于集体主义者 , 可

能需要由第三方表达; 口头说明(如, 做外归因或

重构)对集体主义者来说可能足以修复信任, 但对

于个体主义者 , 需要再加上自我惩罚才可能有

效。有关自我构念与修复效果关系的研究为此提

供了间接证据。研究发现, 道歉更易被集体型自

我构念占主导的信任方所接受, 而独立型自我构

念占主导的信任方更关注实质性的修复(如是否

有补偿) (Fehr & Gelfand, 2010)。总体来说, 文化

的调节作用虽然得到信任修复研究者(特别是社

会平衡过程支持者)的关注, 但仍处于理论探讨阶

段, 缺乏实证验证。 

6  存在的问题和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6.1  信任修复研究的理论框架 

以往实证研究虽然涉及一系列不同的信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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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策略(如, 道歉、否认、承诺、找借口、抵押、

自我惩罚, 甚至沉默等), 但每项研究仅关注单一

或几种具体策略, 缺乏有力的理论框架整合已有

研究成果, 以说明各种策略间的关系如何以及每

种策略发挥作用的条件是什么。对于上文提到的

三种理论过程, 虽然各有专长, 但当前占主导的

是归因视角, 另两种理论视角指导下的实证研究

还很少。如何在现有理论基础上建立整合模型 , 

对信任修复的机制做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将是

未来该领域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Kim 等研究者

(2009)同时考虑信任修复中的认知过程和人际过

程, 分析双方的信任信念如何达成一致, 为此方

面的研究提供了启发。 

6.2  信任修复研究的实证方法 

现有信任修复研究为了得到修复策略与修复

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多采取实验室实验法, 以

情景模拟和投资游戏为主要实验范式。对于情景

模拟, 被试的情景涉入度是影响实验操作有效性

的重要因素。虽然生动的视频图像资料一定程度

上能帮助被试较好地进入角色, 但仍难以消除假

想情景和真实情景之间的差异, 进而难以保证实

验结果的效度。对于投资游戏, 被试多为在校大

学生且相互陌生, 这种短期、即时形成的交换关

系也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推广性。因此, 今后研

究需要尝试多种方法交互检验研究假设的有效性, 

例如 , 现场研究 , 特别是现场跟踪研究 , 跟踪某

一信任违背事件发生后, 违背方的修复策略变化

及受害方的相应反应, 不但能解决外部效度问题, 

而且能有效分析因果关系; 案例研究能针对某些

特定的信任违背事件, 更有针对性地深入分析信

任修复的动态过程。 

6.3  信任修复中的时间因素 

虽然研究者对于信任的动态性已经达成普遍

共识, 但很少有研究关注信任修复效果的时效性, 

即信任修复效果能持续多久？是一种暂时的意愿

改变还是实质性的变化？该问题的解决对更全

面、客观评价信任修复效果有重要意义。另外, 出

于方法考虑,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形成的关系, 

少有涉及长期或亲密关系。虽然新形成的关系在

现实生活中具有一定普遍性, 例如社会网络研究

表明, 组织成员之间的联系多是弱连结而非强连

结, 但新形成的关系和长期关系在信任的特征方

面存在很大差异, 前者比后者更可能、也更容易

发生信任违背(Dirks et al., 2010); 信任随关系发

展而改变, 在前者中多表现为计算型信任, 而在

后者中可能发展为认同型信任 (Lewicki & 

Bunker, 1996)。因此, 考察长期关系中的信任修

复, 不但能丰富信任修复领域研究成果, 还可以

检验已有相关结论的推广性 , 是未来研究值得

关注的方向。 

6.4  社会情景和情绪因素对信任修复的影响 

如前所述, 当前占主导的信任修复理论过程

是归因过程, 即强调认知因素及信任信念对信任

意向的影响。虽然社会平衡过程涉及到认知因素

之外的情景因素(即规范和文化), 但缺少实证研

究。“权力”是影响信任修复的重要社会情景变量。

虽然权力和信任的关系早就被研究者提到

(Luhmann, 1979), 且各自主题都在近些年得到广

泛关注, 但几乎没有研究触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 如果个体在权力方面处于较低位置, 就

更可能受另一方伤害, 这就涉及信任问题。谈判

视角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这个问题。Kim 等研究

者(2009)基于他们的双向修复模型 , 初步探讨了

权力如何影响信任修复, 为未来开展实证研究奠

定了理论基础。 

另外, 虽然情绪与信任的关系近年来得到研

究者的广泛关注(如, Lount, 2010), 但很少有研究

将情绪与信任修复研究相关联。如前所述, 情绪

是信任修复的重要内容。一方面, 不同的归因会

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 对违背行为的可控性归

因与愤怒相关, 对违背行为的稳定性归因与恐惧

相关; 另一方面, 特定情绪反应也会影响可信度

判断, 产生认知偏差。可见, 在信任修复过程中, 

情绪和认知因素相互影响, 并共同决定信任修复

效果; 有效的信任修复不但要管理认知, 还要管

理情绪, 减少愤怒和恐惧可以提高可信度判断和

信任水平。关注信任修复中的情绪因素不但顺应

了当前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潮流, 也有利于推进对

信任修复过程的理解。 

6.5  信任修复的分析水平 

已有关于信任修复的研究多集中在人际水平, 

虽然 Nakayachi和 Watabe (2005)的研究考察了公

众对组织的信任, 但仅关注“抵押”这一种修复策

略。人际信任修复的研究成果通常并不能直接套

用于组织水平的信任修复 (Gillespie & Dietz, 

2009)。首先 , 人际信任涉及的双方是单个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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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任方和被信任方, 而对组织可信度的感知

受多种行动者(如直属上级、高层管理者和同事等)

以及来自多种组织水平的证据(如来自小群体内

部、组织中的不同部门以及决策层等)影响。其次, 

实验研究将信任修复的输入变量最少化(例如, 之

前的交往历史、社会情景因素等都排除在外), 且

限制了修复策略的选择 (通常是单一修复反应 ); 

而在组织中, 员工通常对组织内部信息会有一定

程度的了解, 且组织水平的信任修复通常需要多

种相互补充、多水平的反应。最后, 在人际信任

中, 双方通常对违背缘由及责任相对清晰; 而在

组织水平, 责任通常比较模糊, 并可能与多方有

关。随着当代组织机构做出失信行为的事件急剧

增多, 组织水平的信任修复问题亟需得到研究者

的关注。 

6.6  能力型、正直型违背 vs 善心违背 

当前学术界普遍接受可信度包含三个维度 

—— 能力、正直和善心(Mayer et al., 1995)。然而, 

如前所述, 有关违背类型对修复效果的影响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对能力型违背和正直型违背的探讨

上, 很少有研究涉及善心违背。这可能与多数研

究考察短期关系、而基于善心的信任多在长期交

往的基础上形成有关。事实上, 善心(即被信任方

愿意为信任方着想并帮助信任方)尤其强调被信

任方对信任方的积极意图, 是建立信任的关键因

素。在长期关系中 , 基于善心的信任非常稳定 , 

即使在第三方看来足以破坏信任的不当行为, 可

能仍无法动摇信任方对高善心者的信任; 但一旦

发生善心违背, 可能永远无法修复。因此, 研究

善心违背的修复特点和机制是一个有意义且有

趣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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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 Repair: Present Research and Challenges 

YAO Qi; YUE Guo-An; LAI Kai-Sheng; ZHANG Cen; XUE Ting 
(Depart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How to repair damaged trust is one of the unsolved and most important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trust. Effective trust repair should address the whole relation, including trust, negative emotions and 
negative behaviors. Under some circumstances, trust can’t be fully restored and ambivalence exits in the 
outcomes of trust repair. There are three theoretical process of trust repair: attribution, social equilibrium 
and structure. The approaches in this field have changed from single agent to interactionist, and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investigate the moderators amo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pairing tactics and repairing 
outcome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etical processes, multi-method 
validities and the effects of time, social contexts and emotion on trust repair. 
Key words: trust; trust repair; attribution 


